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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产品成本优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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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构造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Ａ股制造业上市

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变量，以实证检验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于产品成本优势的影响。研

究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创新强度、治理水平和人力

资本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产品成本优势的关系还受到企

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拓展性分析还发现，过度的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将增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可能导致企业丧失产品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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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成本优势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

之一，而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特点，可

以重构分工协作体系，改变企业生产要素结构，

促使“边际效应”递增的梅特卡夫法则成立，进

而持续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然而，早期关于ＩＴ

投资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的争论（简称ＩＴ生产率

悖论），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企业数字技

术应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维

护和运营成本极高，可能导致企业融资环境受

到冲击［１］。因此，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否降低

产品成本？内在机理是什么？不同的内外部环

境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有何差异？从经

验层面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正确评价企业数

字化发展的经济效应，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如何清晰界定“数字技术”的内涵，是数字

技术应用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重大挑战。目

前与数字技术相近的概念很多，混合使用会造

成概念混淆。本研究认为，从内涵的广泛程度

区分，应该是“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技

术＞互联网或大数据等具体ＩＴ技术”，数字技

术应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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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ＮＡＭＢＩＳＡＮ
［２］将数字技术视为信息、计

算机、交互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并划分为数字组

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３个元素。而

ＹＯＯ
［３］从可编辑性、可寻址性、可感知性、可沟

通性、可记忆性、可追溯性、可联想性７个特征

的视角，更加直观地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内涵。

蔡莉等［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添加了可扩展与可

关联的特征。谢卫红等［５］将上述特征按照功能

分为计算、通信、连接与应用４类。这些功能特

征分类为考察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产品成本优

势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基于测算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程度，探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

本优势的实际影响及其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

是一种“建立竞争优势”导向的企业战略行为，可

以帮助企业获得产品成本竞争优势。本研究的

边际创新在于：①从更全面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技

术对企业产品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丰富了

关于数字经济领域“ＩＴ生产率悖论”的讨论；②

如何度量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是实证检验的

关键，本研究借鉴郭海等［６］的研究成果，根据数

字技术的内涵和特征，利用手工整理的数据构建

了更完善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衡量指标，为后续

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数据借鉴。

２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产品成本优势是企业重要的市场竞争力来

源，大量既有研究探讨了影响产品成本的内外

部因素。例如，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基层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强化物料循环利用，进行成本导向

型节俭式创新［７］，融入全球价值链，降低固定成

本或利用规模效应等［８］内部途径降低产品的综

合成本；也可以将非核心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

间接降低制造成本［９］，但诸如制造业服务化等

内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增加产品成本［１０］。而在外

部环境方面，中间产品进口关税下降有利于降

低产品成本［１１］，而最低工资政策的推行、反倾销

调查的实施［１２］则减少了企业的产品成本优势。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产品成本优势的研究十分

丰富，但遗憾的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为数字技术应用与

企业产品成本及其潜在中间机制之间的关系提

供足够的经验证据。

少数学者以“互联网＋”为切入点，对数字

经济的微观经济效果进行了有限的探索。

ＡＦＵＡＨ
［１３］指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信息效

率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有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

费用和生产成本。王可等［１４］也指出，互联网促

进了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分享和线上营

销，减少了营销成本和交易成本。然而，杨德明

等［１５］却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获得成本领

先的手段都极易被学习、模仿，“互联网＋”并不

能影响企业的产品成本优势。由此可见，数字

技术应用与产品成本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议。

另外，“互联网＋”只能代表数字技术的部分功

能特征，并不能准确且全面反映数字技术对产

品成本的作用。本研究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产

品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推进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助推传统企业更

为有效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为了回答“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帮助企业赢

得产品成本优势”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结合数

字技术的功能特征，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基

础观等两个维度来探索数字技术应用与产品成

本优势的直接作用机制。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复

杂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而

数字技术拥有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边际成本几近

于零的特性，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从

而降低产品成本。ＴＥＥＣＥ
［１６］将企业动态能力

区分为获取能力、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３个维

度。数字技术的通信功能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捕

获、分析、处理生产环节中的各种数据［１７］，还有

助于获得大量具有重要潜在价值的市场信息数

据，降低企业的信息数据搜寻和收集成本。企

业利用数字技术的连接和计算功能能够更加高

效且低成本地管理和分析海量信息数据，产生

“１＋１＞２”的效果，从而更快、更准确地发现商

业机会。数字技术的应用功能有助于形成低成

本高质量的柔性化生产和智能制造，实现个性

化定制和标准化生产之间的无缝衔接，并构建

精准销售、定向推送、点对点、端对端的数字营

销模式，节约大量的库存成本。

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如何解决内部知识

存储和外部知识内化等问题是能否赢得产品成

本优势的关键，而数字技术应用是增加内部知

识存量、提高内部知识应用效率和增强外部知

识搜寻强度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依靠数字技

术的可联想性与可感知性，企业能够构建基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数据智慧”决策模型，有

助于管理者识别、吸收和扩散企业内部的各种

知识资源，提高内部知识的应用效率；另一方

面，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沟通平台，将生产导

向的营销模式转为消费者需求导向，并借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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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的可编辑性和可扩展性拓宽企业获取外

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使企业拥有更为多样化

的信息资源，同时数字技术所具备的可追溯性

与可记忆性，能够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

同质化解构，将之转变为企业内稀缺的、不可替

代的知识资源，进而将其整合至组织内部的知

识体系中。

除了上述数字技术的直接成本降低作用以

外，既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还可能改变生

产经营过程的某些环节并在企业内部产生互补

性创新，这种互补性创新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

投入或组织资本，进而使得数字技术应用对于

降低产品成本产生超额回报。大量的案例证据

表明，这些互补性创新因素主要包括产品创

新［１８］、公司内部组织［１９］和人力资本［２０］。因此，

本研究主要从创新效应、治理效应和人才效应

３个维度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可

能产生的间接影响。

（１）创新效应　企业能否开展高效的创新

活动并实现对现有生产技术的改进，是建立产

品成本优势的关键。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

资本产出比和劳动产出比，推动企业生产形成

规模效应，还有助于强化企业从外部环境吸收

和利用知识的能力［２１］，使得企业能够更准确地

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提前研发未来技术以避免

高昂的技术垄断租金。但是，产品技术创新所

需的知识组合不可能源于单个想法的线性发

展，而数字技术有助于将不同的知识技术组合

在一起，使得产品技术创新呈现非线性的动态

“分形”发展。首先，数字技术的连接功能能够

为企业提供创新开发的跨地域和跨组织的协作

载体，使得消费者可以参与到价值创造活动中，

降低产品开发的风险和试错成本；其次，数字技

术的可沟通性缓解了创新的物理性时空局限，

可联想性和可感知性能够识别大量数据下的潜

在创新机会，可扩展性使得企业能够以趋零的

代价高速处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信息，从而缩

短企业研发周期；最后，强大的计算、连接和通

信功能使数字技术具有独特的信息收集和处理

能力，能够提高企业盈利水平，而盈利水平的提

高不仅可以形成正反馈机制，为创新活动提供

更多资源，也有助于企业释放出更多闲置资源

用于创新活动。因此，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能

够产生创新效应，有利于企业增强创新力度，进

而获取产品成本优势。

（２）治理效应　合理的企业治理安排能够

改善企业的内部决策环境，强化对管理者机会

主义行为的监督，有助于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利用数字技

术的应用功能，首先，能够优化企业的组织结

构、业务流程、组织行为［２２］，推进企业精细化管

理和流程再造，促成部门专业化分工和协同作

业，而且数字技术的可扩展性有助于实现企业

大规模、多领域问题的一体化管理，减少企业固

定成本；其次，数字技术的信息筛选和风险甄别

等可拓展性功能可以大幅减少风险评估成本和

交易成本，缓解管理层认知有限和决策无限之

间的矛盾；最后，数字技术的可追溯性、可记忆

性等特征还有利于管理者获取并分析生产经营

过程中海量的数据资源，减少管理者决策行为

的非理性程度，增强企业治理水平。因此，企业

在应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治理效应，

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从而赢得产品成本优势。

（３）人才效应　一方面，企业引入高素质劳

动力，为产品的生产提供了高质量知识资本和

人力资本，提高了产品生产环节中先进技术的

使用效率，避免企业技术生产要素的错配，使企

业生产效率得到质的提高［２３］，降低了边际生产

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对人力资本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快速构建数字化系统的

能力应归因于企业内部ＩＴ人才和熟练掌握数

字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可用性，企业能否充

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功能，也要依靠其所拥有的

管理和运用数字技术的人力资源。而且，企业

的数字技术应用也会逐步形成先进机器设备对

低端劳动力的替代，导致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

专业化要求日益增强，进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

体系的优化革新［２４］。因此，企业通过数字技术

的应用可能产生人才效应，提升企业的人力资

本水平，有利于为企业赢得产品成本优势。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降低产品

成本，有利于企业赢得产品成本优势。

假设２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还可以通过创新

效应、治理效应和人才效应间接降低产品成本。

综上，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产品成本的

作用机制见图１。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定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作为研究区间，中国Ａ股制造业上市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①

剔除所有ＳＴ和ＳＴ样本；②剔除解释变量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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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产品成本的作用机制
　

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③剔除信息技术类行业

的公司样本。经前述处理后，得到１２５３７个年

度企业观测值。此外，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本研究还对所有连续变量在１％和９９％分位数

上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制造业上市企

业的一系列财务指标以及企业性质等信息均来

自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企业研发投入数据

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

３．２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下面分析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本优

势的影响，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犆犻狋＋１ ＝β０＋β１犈犻狋＋∑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γ狋＋犐狀犱犻狋＋η犻＋ε犻狋，

（１）

式中，犻表示企业；狋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犆犻狋＋１

为企业犻在狋＋１年的产品成本优势；β０ 表示截

距项；犈犻狋为企业犻在狋年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β１ 为估计系数；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为在企业层面其他可能

影响到企业产品成本优势的控制变量；γ狋表示

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其他随时间变动的不可

观测因素；犐狀犱犻狋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η犻 表示地区

固定效应；ε犻狋表示随机误差项。此外，为消除潜

在的残差组内相关以及异方差对估计系数显著

性推断的影响，本研究还将回归标准误聚类到

企业层面。

（１）被解释变量　产品成本优势（犆）。产

品成本通常是指企业为生产一定产品，应当或

可能发生的以货币表现的各种资源的价值牺牲

或代价。本研究使用企业销售成本率作为产品

成本优势的代理变量，企业销售成本率越低代

表产品成本优势越大，具体衡量方法为企业营

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由于企业数字技术

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性，

本研究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提前一期的处理。

（２）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犈）。虽然数字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

分，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发挥数字技术的功能，

但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普遍存在“重硬轻

软”问题，而软件是企业数字化的大脑［２５］。在

ＩＴ硬件高度标准化的背景下，企业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的功能并获得竞争优势主要依靠软件来

实现，因此，本研究从软件角度衡量企业数字技

术应用程度。借鉴祁怀锦等［２６］的做法，本研究

以赵宸宇［２７］构建的企业数字化发展关键词集为

依据，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

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技术相关部分占企业资

产总额的比例作为代理变量。具体地，当无形

资产明细项中包括软件、网络、客户端、系统、平

台、信息、电子商务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关键词

时，标记该明细项为“企业数字经济技术无形资

产”，再对同一公司同一年度多项数字经济技术

无形资产加总，计算其占本年度企业资产总额的

比例，即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代理变量。

（３）工具变量　以企业所在城市与杭州的

球面距离取自然对数作为工具变量（犇）。由于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起源于杭州，因此

杭州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可以预期

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杭州越近，企业数字技术的

获得途径越便利，应用程度越高。

（４）控制变量　考虑到研究需要，设置以下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犛）、企业年龄（犃）、企业债

务水平（犔）、企业收入水平（犚）、企业业绩（犘）、

单位劳动资本（犓）、企业现金流量（犌）、企业股

权制衡度（犡）、两职合一（犜）、董事会规模（犅）、

行业竞争度（犎）以及企业家过度自信（犗）。各

变量定义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

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被解释

变量

产品成本优势（犆） 企业营业成本／营业收入×１００％

解释

变量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程度（犈）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

项中与数字经济相关部分占企业资产总额的

比例

工具

变量

企业所在城市与杭

州球面距离的自然

对数（犇）

ｌｎ（企业所在城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

控制

变量

企业规模（犛） ｌｎ（总资产）

企业年龄（犃） ｌｎ（公司成立年数＋１）

企业债务水平（犔） 总负债／总资产×１００％

企业收入水平（犙） 企业净利润／总资产×１００％

企业业绩（犘） （利润总额＋财务费用）／总资产×１００％

单位劳动成本（犓）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总数

企业现金流量（犌）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总资产×１００％

企业股权制衡度（犡）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

董事会规模（犅） ｌｎ（年末董事会总人数）

两职合一（犜）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行业竞争度（犎） 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依据证监会二级行业内

企业的销售收入计算

企业家过度自信（犗） 前３名高管薪酬之和／所有高管薪酬×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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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①。由

表２可知，样本企业销售成本率的最大及最小

值分别为９９．８％、１７．６％，平均值为７１．４％，说

明不同样本企业的产品成本优势存在较大差

异。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平均值为０．００２，最

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０．１２６，表明各企业间的数

字技术应用程度有所差别，一些企业之间甚至

相差较大。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犖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犆 １２５３７ ０．７１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６ ０．７４８ ０．９９８

犈 １２５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６

犛 １２５３７ ２１．８８６ １．１９０ １８．１６２ ２１．７３０ ２７．３８６

犃 １１２９７ ９．４８１ ６．８８７ 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犔 １２５３７ ０．３９８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３８３ ２．３９１

犙 １２５３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４ －１．６４８ ０．０４３ ２．１６４

犘 １２５３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７ －１．４３９ ０．０５８ ２．２５９

犓 １２００７ ４２．９９８ ５２．９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８．７７６ ６８９．７４６

犌 １２５３７ ０．０７０ ０．３６１ －１９．０６４ ０．０７７ ２．３０９

犡 １２５３７ ９．１８４ １４．９５６ １．００１ ３．５５４ ９４．９３８

犅 １２５１８ ２．１３８ ０．１８８ １．３８６ ２．１９７ ２．８９０

犜 １２４２６ ０．２８８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犎 １２５３６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０．８１０

犗 １２５１９ ０．４５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８８ ０．４３８ １．０００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基本回归结果

为识别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会对关

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研究采取

逐步回归法，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３。由表３的

列（１）～列（３）可知，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程度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在当前阶段，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

于企业赢得产品成本优势。

表３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产品成本优势

类别
犆

（１） （２） （３）

犈 －３．２４７ －２．７０３ －２．２６９

（０．７４１） （０．６８７） （０．６１３）

犛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犃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犔 ０．２７０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犙 １．１６９ ０．９１２

（０．３３８） （０．２４２）

犘 －１．６９２ －１．３０５

（０．３００） （０．２１０）

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犌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犅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犜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犎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犖 １２５３７ １０６３８ １０６３８

常数项 　０．７２１ 　０．５４６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０）

犚２ ０．００７ ０．５７１ ０．５７１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１％的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犖＝１０３４５）

ＰａｎｅｌＡ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类别 （１）一阶段 （２）二阶段

犈 －９３．７２８

（１８．５１７）

工具变量：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检验 ２７．９６０（狆＝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０．３５１ －１９．２０１

（０．０３６） （７．１５７）

ＰａｎｅｌＢ　豪斯曼检验结果（原假设：回归系数无系统性差异）

χ
２＝１７２．６１９ 狆＝０．０００

４．２　内生性检验

虽然前文初步验证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

产品成本优势之间的正向关系，但这一关系可能

会受到潜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研

究选用企业所在城市与杭州球面距离的自然对

数作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４。由表４的列

（１）和列（２）可知，一阶段回归结果中，Ｆ统计量

为２７．９６０，远大于１０，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问题；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程度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

度的提高仍然可以显著降低销售成本率。

４．３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②：①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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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存在少量缺失值，因此描述性统计中

的样本数会多于后续回归分析中的样本数。

囿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呈现，留存备索。



核心变量。一方面，采用企业无形资产项中与

数字经济相关部分占企业无形资产总额或营业

收入的比例等变量替换原解释变量；另一方面，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销售成本率与当年同

行业企业销售成本率均值的差，以反映相较于

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产品成本优势。②增加宏观

发展环境层面可能的遗漏变量。③控制地级市

所在地区的时间趋势效应。④更换工具变量。

将原工具变量分别更换为同行业同年度其他企

业销售成本率的均值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

以上检验结果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基本一致。

４．４　中介机制检验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不仅有

直接效应，还可能通过创新效应、治理效应和人

才效应对产品成本产生间接影响。为考察不同

影响途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基于一

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展开中介效应研究。

４．４．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参考柳士顺等［２８］的做法，构建如下

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

犕犻犼犽 ＝α０＋α１犈犻狋＋∑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

γ狋＋犐狀犱犻狋＋η犻＋ε犻狋； （２）

犆犻狋＋１ ＝θ０＋θ１犈犻狋＋θ２犕犻＋θ３犕犼＋θ４犕犽＋

∑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γ狋＋犐狀犱犻狋＋η犻＋ε犻狋， （３）

式中，犕犻犼犽
分别表示创新效应、治理效应和人才

效应的中介变量；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是分别对犕犻犼犽
有影响

的控制变量集。①创新效应：以企业研发投入

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创新强度犢）作为创新效

应的代理变量。②治理效应：由于企业治理效

率的最终体现是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使用托

宾Ｑ值犝（即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资产的重

置价值的比率）对治理效应进行衡量。③人才

效应：采用人力资本犞 作为中介变量，由企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衡量。α０ 与θ０ 为

截距项；α１ 与θ１～θ４ 则分别表示在一元并行多

重中介模型下数字技术应用对中介变量和企业

产品成本优势的估计系数。

４．４．２　中介效应分析与比较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见表５。首先，个别中

介效应分析。①创新效应方面。由表５的列

（２）可知，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创新强度的影响

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５）表明，企

业数字技术应用对销售成本率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且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

影响系数比基本回归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创新

强度存在较强的部分中介效应。根据列（２）和

列（５）的相关数据计算可得，创新强度的中介效

应为－０．３２７。②治理效应方面。表５列（３）

中，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治理效率在１０％的水

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治理效率在企业数

字技术应用影响产品成本优势的过程中发挥着

部分中介效应，且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经由提高

企业治理效率途径的中介效应为－０．１２８。③

人才效应方面。表５列（４）中，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与人力资本在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同

时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经由提升企业人力资本途

径的中介效应为－０．４４５，说明在企业数字技术

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的影响中，人力资本存在

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分析，应用数字技术可增

强企业的创新强度，也可以提高企业的治理效

率，还能够提升企业人力资本，进而为企业赢得

产品成本优势，这进一步佐证了企业数字技术

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的积极作用。

表５　中介机制检验

类别

直接效应

犆

（１）

创新效应

犢

（２）

治理效应

犝

（３）

人才效应

犞

（４）

一元并行多重中介

犆

（５）

犈 －２．２６９ ０．４４４ １０．６５１ ３．３９４ －１．３７４

（０．６１４） （０．１３５） （５．９４５） （０．６９６） （０．４７７）

犢 －０．７３７

（０．１４７）

犝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犞 －０．１３１

（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犖 １０６３８ ８８０２ １０１７１ １０６３８ ８４００

常数项 ０．７４４ ０．０６８ １３．５４７ －０．１９９ ０．９２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８１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４）

犚２ ０．５７１ ０．２０４ ０．３５２ ０．３３４ ０．６３８

　　其次，总体中介效应分析。对上述中介效

应进行加总可得，各个中介变量的总体中介效

应为－０．９００，采用多元Ｄｅｌｔａ法检验总体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计算结果为犣＝－３．６３０，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通过创新效应、治理效应和人才效应这３种

途径，对企业产品成本优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

作用。进一步计算可得，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影

响产品成本优势的直接效应为－１．３７４，多元

Ｄｅｌｔａ法检验结果为犣＝－４．８８０，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即在剔除经由创新效应、治理效

应和人才效应这３种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之

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仍能显著降低销售成本

率。这说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产品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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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接效应，而帮助企业增强研发强度、提高

治理效率以及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是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能够为企业赢得产品成本优势的主要

中间机制。

最后，个别中介效应比较。前文的分析表

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经由创新效应、治理效应

和人才效应这３种途径对销售成本率产生的中

介效应分别为－０．３２７、－０．１２８和－０．４４５，在

总体中介效应中分别占比３６．３％、１４．２％和

４９．４％，两 两 之 间 的 差 异 分 别 为 ２２．１％、

－３５．２％和１３．１％。由此可见，通过提升人力

资本产生的中介效应，不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

在总体中介效应的占比中，均远远高于其他两

种途径，而通过提高企业治理效率获取产生的

中介效应则相对最小。这说明与增强企业研发

强度和提高企业治理效率相比，企业数字技术

应用通过提升企业人力资本产生的中介效应最

明显。

５　异质性分析

由于企业初始资源、决策倾向和地理区位

不同，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企业产品成本

优势的影响也可能有所差异。为进一步考察数

字技术应用在帮助企业赢得产品成本优势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企

业生命周期和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等３个方面

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①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

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类

型；②根据企业年龄是否超过样本企业平均年

龄，将总样本划分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③采

用市场化指数测度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指数的

计算方法来自樊纲等［２９］的研究报告，由于自

２０１７年开始部分数据未披露，当前仅能获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市场化指数，因此本研究采用均

值插值法和均差外推法将数据外推至２０１８年。

根据各年市场化程度的平均值，将市场化程度

大于当年平均值的城市设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

地区，否则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分组回

归结果见表６。

表６　异质性检验

类别

企业控股属性 企业生命周期 地区市场化水平

非国有企业

（１）

国有企业

（２）

成长期企业

（３）

成熟期企业

（４）

较低

（５）

较高

（６）

犈 －３．９３４ －０．６８４ －４．０２６ －１．１０９ －１．４５６ －２．４９３

（０．８２３） （０．７２３） （０．８４６） （０．６４７） （１．１２９） （０．８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犖 ６８９１ ３６１５ ６０１８ ４６２０ ５０４３ ５５９５

常数项 　０．７８３ 　０．７７４ 　０．６６５ 　０．８５５ 　０．７８５　０．６９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７）

犚２ ０．５６４ ０．５９８ ０．５７７ ０．５９５ ０．６１７ ０．５４２

　　表６列（１）和列（２）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对非国有企业的销售成

本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对国有企业

的销售成本率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阶

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特质将显著影响企业经

济决策。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具

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型政府官员，这导致其更热

衷于追逐与自身政治绩效密切相关的企业短期

收益；而数字技术应用需要与企业传统生产流

程深度融合，对现有生产战略大规模革新，所以

往往风险较大，一旦失败，企业型政府官员很可

能会陷入难辞其咎的境地，即便成功也有可能

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因此，企业型政府官员

对于进行数字技术应用这一风险型经营行为的

动机并不强烈。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拥有明

确的经营目标和完善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

面临的经营环境也更加市场化，其管理模式、组

织人员结构等可以灵活调整，使之与数字技术

应用能够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在

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效果；同时，非国有企业管

理层为了追求资本效益最大化和企业长期竞争

力，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的经营策略。因此，非

国有企业具有足够的动力推行数字技术的应

用，进而赢得产品成本优势。

表６列（３）和列（４）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对于成熟期企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系

数不显著；而对于成长期企业，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程度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

着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主要降低了成

长期企业的销售成本率。可能的解释是：数字

技术应用的深远影响在于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

辑和管理思想，各种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的深

度融合需要对企业传统价值链及运营管理流程

进行规模性变革。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成熟期

企业的运营模式容易引发信息沟通不灵、部门

利益区隔以及官僚化日趋严重等“大企业病”。

而数字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将垂直的线型供

应链转变为网状供应网，打破固有的职能部门

之间的利益格局，但成熟期企业不仅面临较大

的沉没成本，身处“船大难掉头”的发展困境，而

且管理链条冗长、管理结构臃肿，组织更新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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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反馈的传递途径不流畅，严重阻碍了数字技

术“提效率、降成本”效果的发挥。而成长期企

业为了在市场中生存并壮大，必须率先应用行

业新技术、掌握核心竞争力，进而实现“弯道超

车”。因此，成长期企业更有魄力率先应用新型

数字技术，增强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降低市场中实物资源配置的试错成本，以赢得

产品成本优势。故成长期企业通过应用数字技

术以获取产品成本优势的动机更加强烈。

表６列（５）和列（６）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企业数字技

术应用程度的系数不显著；对于市场化水平较

高地区的企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影响

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市场

化水平越高，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赢得产品成

本优势的正向溢出效应越强。可能的解释是：

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市场和政府都是资源

配置的制度安排，两者互为替代，市场化水平较

高意味着市场边界和政府边界处于均衡的张力

范围以内，政府腐败减少，企业经营环境优化，

有利于促使企业针对市场需求推进企业数字技

术的应用。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

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机制，这

导致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难以保障企

业对数字技术成果的收益，不利于释放企业数

字技术成果的溢出红利，进而抑制企业应用数

字技术的意愿。此时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效应愈

发显著，政企关系更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现象，

致使企业更有可能从政府获取垄断资源，而不

是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来赢得产品成本优势。因

此，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通过数字

技术的应用，会对产品成本优势产生更显著的

边际作用。

６　拓展性分析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具有高固定成本与低边

际成本的特征，需要巨大的先期投入，但企业资

源是有限的，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过度投资可能

会产生“过犹不及”的反作用，增加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从而使得企业丧

失产品成本优势。一方面，大量堆砌的数字技

术可能导致企业管理方式混乱和日常维护成本

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才储备

不足，而先进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需要相应的

数字技能类人才进行操作，这提高了企业在数

字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导致企业内部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率低下。因此，不

同程度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销售成本率之间

可能存在起伏变化的博弈关系。

为检验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与销售成本

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在模型（１）

的基础上加入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二次项：

犆犻狋＋１ ＝β０＋β１犈犻狋＋β２犈
２
犻狋＋∑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狋＋

γ狋＋犐狀犱犻狋＋η犻＋ε犻狋， （４）

式中，β２ 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及其二次项

的估计系数。

回归结果见表７。由表７可知，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程度的一、二次项都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计算可得转折点约为０．０３９。而根据前

文的描述性统计可知，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的均值为０．００２，中位数为０．００１。因此对于样

本中的大部分企业而言，随着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程度的不断上升，企业销售成本率逐渐下降。

当临近０．０３９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后，企业销

售成本率达到最低点，企业可以获取最大的产

品成本优势；但超过０．０３９之后，销售成本率将

开始逐年上升，即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与产

品成本优势之间存在倒 Ｕ形关系。这说明企

业数字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赢得

产品成本优势，表现为积极效应；一旦超过临界

值，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将抑制产品成本优势的

扩大，即消极效应开始凸显。因此，数字技术应

用与产品成本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数字技术

应用领域同样存在“ＩＴ生产率悖论”现象。企

业应用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数字

经济的热潮中，如果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只是赶

时髦式的“追风”，则可能让企业背负极大的负

担；如果不注重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的提升，无

法发挥数字技术的效能，反而会使企业丧失成

本优势。

表７　拓展性分析（犖＝１０６３８）

类别 犆

犈 －４．４０４

（０．８７９）

犈２ ５６．８９０

（１５．６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常数项 ０．７４２

（０．０６０）

犚２ ０．５７２

７　结语

本研究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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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应用与产品成本优势的关系，为理解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产品成本优势的微观传

导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①现

阶段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企业赢得产品

成本优势；②数字技术应用可进一步通过创新

效应、治理效应和人才效应降低产品成本；③非

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

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更有助于降低产品成本；

④过度的数字技术应用反而会导致企业丧失产

品成本优势。

本研究的启示作用在于：①企业应尽早树

立正确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主动运用数字技术，

提升企业服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

进而释放数字技术潜能，实现基于数字技术的

转型升级，占据市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②企

业应该奉行“应用、消化并吸收”的方针，根据自

身的技能水平、业务发展，动态调整企业的数字

要素配置，避免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盲目跟风；同

时重视数字化管理、文化等软环境对数字技术

应用的重要保障作用，全方位培育企业的柔性

能力。③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完善企业高管的

激励机制，着力营造借势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

济的浓厚氛围和优质空间；其次，维持市场边界

与政府边界的均衡，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为企业

数字技术应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最后，完善

数字经济投资信息披露与指导机制，预防数字

经济发展的“假象繁荣”，避免企业形成盲目的

数字经济投资扎堆现象。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在于，如

果基于资源的观点，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单纯使

用并不能为企业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利用

数字技术来创造独特的数字资源和技能能够使

企业具备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破解“ＩＴ生

产率悖论”的关键。另外，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

的作用可能因行业而异，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因此，需要从数字技术利用效率、数字技术的价

值创造等维度深入考察数字技术应用与不同企

业绩效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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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ｅｍａｎｄ［Ｊ］．

Ｎａｖ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ＮＲＬ），２００８，５５（３）：

２００２１７．

［２９］ＷＡＮＧＪＢ，ＨＵＡＮＧＬＦ．Ａ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Ｊ］．ＳＡＧＥ

Ｏｐｅｎ，２０２１，１１（２）：２１５８２４４０２１１０２１５８１．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刘丛（１９８９～），女，河南滑县人。河南大学（河

南省开封市　４７５００１）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契

约设计、绿色供应链。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ｃ＠



ｈｅｎ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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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ＢＥＲＧＥＲＡ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Ｂａｎｋｉｎｇ，２００３，３５

（２）：１４１１７６．

［２１］李东红，乌日汗，陈东．“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

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

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０，３６（２）：１６１１８１．

［２２］胡斌，刘作仪．物联网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特征、问

题与方法［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８，２６（８）：１２７

１３７．

［２３］台航，崔小勇．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进步———异质

性影响分析及其跨国经验证据［Ｊ］．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４）：１４３１６６．

［２４］孙早，侯玉琳．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

构［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５）：６１７９．

［２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２０２１０８２７］．

ｈｔｔｐｓ：／／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ｎ／ｂｏｏｋｌｉｂ／ｖ／ｎｅ

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２２／０／５５２１８５．ｈｔｍｌ．

［２６］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

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

［Ｊ］．改革，２０２０（４）：５０６４．

［２７］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２１，２４

（２）：１４９１６３．

［２８］柳士顺，凌文辁．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Ｊ］．心理

科学，２００９，３２（２）：４３３４３５，４０７．

［２９］樊纲，王小鲁，张立文，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

进程报告［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３）：９１８．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周洲（１９７５～），男，重庆人。重庆大学（重庆市

　４０００４４）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暨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数字经济。

Ｅｍａｉｌ：ｚｚｚｙ＿７５＠ｃｑｕ．ｅｄｕ．ｃｎ

·７３９·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的契约选择研究———刘　丛　刘　洁　邵路路　等


